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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Residential Density and Residence Satisfaction: A Case 
Study of Caoyang New Village in Shanghai

洪  成   王伟强    HONG Cheng, WANG Weiqiang

以上海曹杨新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入户问卷调研了54个住区中的1 012个家庭样本，对住区密度与居住满意度之间关系

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人均居住面积对住宅空间满意度、住区环境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套型密度对住区环境满意度具

有负向影响，对邻里交往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绿地率对住区环境满意度、邻里交往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容积率对居

住满意度的影响则更为复杂。在此基础上分析基于居住满意度的住区密度模式，发现曹杨新村的住区开发呈现出历时

性演变特征，2000年之后以高层高密度、大户型为主导模式，而这种模式不利于居住满意度的提高。未来的住区规划应

从居住感受出发，重视密度的社会内涵，进行整体性认识与密度指标控制，考虑多元目标的平衡与协调，形成多样化的

住区密度类型。

This paper takes Caoyang New Village in Shangha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investigates 1 012 residential samples through the 

household questionnaire, and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ial density and residence satisf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iving area per capita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atisfaction of residential space and environment. The pattern density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atisfaction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and a positive impact on neighborhood. The green rat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atisfaction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and neighborhood. The impact of volumetric rate is complex. 

On this basis, the residential area density model based on residence satisfaction is proposed,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idential 

area development of Caoyang New Village presents diachronic characteristics. After 2000, the dominant mode is high density 

and large house type, which is the result of pursuing development interests, and unfavorable to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living satisfaction. The future residential planning should consider the feeling of living,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ocial 

connotation of density,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and control the density index, consider the balance and coordination of 

multiple goals, and form diversified types of residential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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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05年，国务院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

复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宜居城市”。此

后宜居和居住品质成为我国城市规划中的热点

问题之一。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

时指出，“城市规划建设做得好不好，最终要用

人民群众满意度来衡量”。住区是体现城市生活

最主要、最生动的基本单元，对居民的居住生活

品质和满意度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因此居住满

意度是住区规划建设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低碳城市目标的住区模式选择研究——以上海曹杨新村为典型案例”（编号51178316）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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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一直重视密度对居住环

境品质的影响，并存在高密度和低密度两种导

向。西方的现代城市病在很大程度上与过度拥挤

联系在一起，因此较长时间内人们认为低密度住

区更加舒适宜人。20世纪初的田园城市、广亩

城市等理论都体现了这一思想，美国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所出现的城市蔓延现象固然有多方面

的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居民对于疏朗和

低密度居住环境的偏好。20世纪20年代前后，

随着建造技术的进步，以及城市功能和人口的

集中，部分学者开始探讨高密度环境下的宜居问

题。1922年勒·柯布西耶提出，高密度不等于恶

劣的居住环境，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在高密度城市

中实现良好的居住环境[1]。1961年简·雅各布斯

提出，如果能保证有足够的住房，高密度只有增

添城市活力和密切邻里关系[2]。20世纪后期，欧

美的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城市复兴、紧凑城市

等理论都倡导提高城市和住区密度，将高密度与

城市氛围、便利设施、步行可达、邻里文化、传统

生活方式等联系在一起，倡导通过设计来降低高

密度环境下的拥挤感，提高居住质量。

2020年4月27日，住建部、国家发改委发

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

通知》，提出“中小城市要严格控制新建超高

层建筑，县城住宅要以多层为主”。有学者认

为，高层高密度住宅在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

并不能改善居住环境，同时不利于邻里交往、

社区意识培育和居民心理健康[3]。然而，目前国

内对于居住满意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评价模

型、居民感知等领域，而在空间规划本身和住

区模式选择方面缺少实证分析。本文以上海曹

杨新村为案例，采用入户问卷的方法，基于GIS

软件平台高效组织和管理多源信息的优势进

行空间数据分析，探究中国背景下居住满意度

与住区密度的关联性。

1   相关文献综述

1.1   居住满意度影响因素

Galster等[4]提出，住房感知、住区环境、社区

关系等对居住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张原等[5]提

出，对于住宅用户的居住满意度，小区环境、公

共设施、邻里关系等外部环境比建筑特征具有

更加重要的影响。李志刚[6]对北上广居民的居住

满意度进行实证研究后提出，社区归属感、城市

管治强度、居民收入和设施条件等是居住满意

度的决定因素。湛东升等[7]基于对2013 年北京

市居民居住环境感知评价数据的分析提出，北

京居民的居住满意度主要由污染噪声、自然环

境、出行便捷、人文环境、生活设施、安全环境和

休闲活动7方面因子组成，与月总收入、户籍状

态、年龄等因素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综上，国内外对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

究可以分为住宅条件、外部环境、居民感知和

社会经济4个方面。从既有研究结果来看，住区

规划因素对于居住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但基

于国情、地域差异和研究尺度的不同，导致研

究结论不尽相同。

1.2   密度形态与居住环境品质的相关性研究

Newman等[8]提出，高密度住区在环境方面

的优势包括促进服务设施完善、增加附近绿地

空间数量、促进居民接触和社区文化；高密度住

区在环境方面的缺点包括环境和交通拥挤、增

加邻里摩擦、降低私密性、增加心理压力等。蒋

竞等[9]基于对南京4个住区的实证研究提出，住

区密度与居住质量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的

对应关系，应当基于住区区位和外部环境特征，

对密度进行动态的控制。陈海燕等[10]基于广州

建成住区的实证研究提出，住区容积率与其环

境指标并不存在线性的对应关系，在保持较好

居住环境的条件下，实证对象具有进一步提高

容积率和人口密度的潜力。总体而言，居住环境

品质较难用指标来量化，有关住区密度对社会

宜居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很少。同时，国内外的城

市密度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对高密度、低密度等

概念的认识并不在一个区间段。

从既有研究来看，学术界公认密度对居住

质量和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也是规划控制的

核心指标。但是关于如何通过控制引导住区密

度来优化居住环境、提高居住满意度，始终存在

着不确定的讨论；密度与居住质量之间究竟是

线性关系还是非线性关系，仍需要本土化的实

证研究加以证明。另外，国内外关于居住满意度

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社会经济因素层面，而在

规划建设领域下，针对住区密度特征与居住满

意度的相关性研究还需要更多的实证探索。

2   住区密度与居住满意度实证关联分析

2.1   实证案例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曹杨新村作为研究案例。从代表

性来看，曹杨新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

“邻里单位”为理论原型进行规划设计的第一个

工人新村，代表着中国许多城市中大量存在的一

般化住区空间，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普适性；从

空间布局来看，曹杨新村至今已经历了60多年

的有机更新，形成了低密度、中密度、高密度多种

模式并存的格局；从社会样板特征来看，曹杨新

村的内部社会结构已经由早期的单位组织关系

演变成为今天的多样化消费区隔关系，在居民个

体属性、家庭结构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对

于居住满意度的差异特征具有较好的解释性。

基于文献研究，本文建立的住区密度指标

包含反映建筑开发强度的建设密度和反映人

口承载程度的人口密度两大类，其中建设密度

指标包括容积率、绿地率和套型密度，居住密

度包括人口密度和人均居住面积[11]。本文建立

的居住满意度指标包括住房满意度、住区环境

满意度和邻里满意度3个方面。本文密度数据；

来源于曹杨新村街道办事处提供的1:500测

绘地形图，以及曹杨街道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

据；居住满意度数据来源于对曹杨新村54个住

区进行的问卷调查，共计发放1 500份问卷，回

收有效问卷共1 012份，有效率为67.4%。

2.2   住区密度与居住满意度相关性分析

为了清楚观察住区密度与居住满意度之

间的逻辑关系，本文对曹杨新村的密度指标进

行分箱化处理，并绘制了密度与满意度之间的

相关性柱状图。

如图1所示，曹杨新村的高容积率住区明显

具有更高的居住满意度。这与国外一般观点（低

容积率住区的居住环境更加宜人）相反，反映了

我国与欧美国家在住区发展上的差异。西方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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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受城市蔓延的影响，其低容积率住区多为环

境宜人、建设标准高的郊区独立住宅；而曹杨新

村的低容积率住区基本都是建设年代较早的老

旧住区，其建设标准较低、维护不足，在居住条件

和环境品质方面与后来新建的高容积率住区相

比较差。住宅空间满意度、住区环境满意度与容

积率之间的关系均呈现倒U型分布，容积率3—4

区段的住区拥有最高的住宅空间和住区环境满

意度。这说明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通过设计手段

和品质控制来优化高容积率住区的居住环境，但

容积率高到一定临界值之后，这种效应会递减。

绿地率与住区环境满意度、邻里交往满意

度呈现正相关，说明绿地空间的增多会改善住

区的环境质量、促进邻里间的交往（见图2）。

人均居住面积与住宅空间满意度、住区环

境满意度总体上呈现正相关，并在60—80 m2/人

时达到峰值。这说明人均居住面积的提高会优

化居民对于住宅空间、住区环境的感受，但超过

一定限度后效果会减弱（见图3）。

人口密度与居住环境满意度整体上呈现负

相关，说明在人口密度较高的住区，居民会对整

体环境产生拥挤感，从而导致对住区环境的满

意度下降。人口密度与邻里交往满意度的关系

呈现倒U型分布，说明在一定范围内住区内居

住的人口越多，居民之间相互接触的机会也会

增多，从而有助于邻里交往，但超过一定限度后

会增加居民的精神压力，邻里交往满意度可能

会下降（见图4）。

套型密度与住宅空间满意度之间呈负相关，

说明随着住区内居住家庭和人口的增多，居住空

间质量呈下降趋势。套型密度与住区环境满意度

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分布，400—600套/hm2的

住区拥有最高的住区环境满意度。住区套型密度

与邻里交往满意度成倒U型相关，说明在一定范

围内住区居住的家庭增多，有利于形成稠密的邻

里交往，但超过600—800套/hm2之后，这种效应

会减弱（见图5）。

2.3   居住满意度的计量模型分析

相关性分析表明，住区密度与居民居住感

受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的相关关系，同时不

图1　容积率与居住满意度相关性

Fig.1 Correlation between FAR and residence satisfactio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课题资料统计自绘。

图5　套型密度与居住满意度相关性

Fig.5 Correlation between pattern density and residence 
satisfactio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课题资料统计自绘。

图2　绿地率与居住满意度相关性

Fig.2 Correlation between green space rate and 
residence satisfactio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课题资料统计自绘。
图4　人口密度与居住满意度相关性

Fig.4 Cor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residence satisfactio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课题资料统计自绘。

同的密度指标之间存在多样组合关系，与其他社

会经济因素叠加，对居住满意度产生了复杂的影

响。因此，需要进一步引入居民社会经济属性进

行量化分析，通过回归模型控制相关自变量，对

单项密度指标的影响作用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

基于此，在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针

对曹杨新村居民的住宅空间满意度、住区环境

满意度和邻里交往满意度分别建立起多元线

性回归方程，在住区密度之外，加入居民年龄、

家庭收入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见表1-表2）。

根据方程一，在控制居民年龄、家庭收入

的条件下，住宅空间满意度与住区容积率、人

均居住面积两个指标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

关系，与其他密度指标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住

区环境满意度与住区容积率、绿地率、人口密

度均显著相关，同时在控制密度指标的条件

下，住区环境满意度与居民年龄、家庭年收入

显著相关。邻里交往满意度与住区套型密度、

绿地率、人口密度显著相关，同时在控制密度

指标的条件下，与居民年龄显著相关。

在初步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不显著

的变量进行剔除，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从结

果来看，剔除不显著变量后，回归方程的可决定

系数R2值明显提高。住房容积率增加10%，会导

致住宅空间满意度增加3.13%，住区环境满意

度提高2.65%；住区绿地率每提高10%，会导致

住区环境满意度提高3.23%，邻里交往满意度

提高8.9%；住区套型密度每提高10%，会导致

邻里交往满意度提高2.33%；住区人口密度每

提高10%，会导致住区环境满意度下降0.64%，

邻里交往满意度提高3.76%；人均居住面积每

增加10%，会导致住宅空间满意度提高5.24%。

图3　人均居住面积与居住满意度相关性

Fig.3 Correlation between living area per capita and 
residence satisfactio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课题资料统计自绘。

(m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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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的结论进一步在统计水平上反映了住

区密度对居住满意度的显性约束力。

同时，在控制住区密度的条件下，居民年龄

每提高10%，住区环境满意度会下降1.74%，邻

里交往满意度会提高4.23%；家庭年收入每提

高10%，住宅空间满意度会下降0.26%，住区环

境满意度会下降1.24%。这反映了年龄越大的

居民，对住区环境的要求可能更高，导致对相同

密度条件下的住区环境满意度下降。同时年龄

大的居民在住区内的交往活动可能更多，导致

邻里交往满意度的提高。收入高的居民对住宅

空间和住区环境要求可能更高，导致相同密度

条件下的住宅空间和住区环境满意度降低。

3   住区密度与居住满意度的历时性分析

3.1   曹杨新村建设历程

曹杨新村的一期工程启动于1951年9月，

至今60多年的演变历史可分为快速发展时

期（1951—1958年）、缓慢发展时期（1959—

1977年）、挖潜加建时期（1978—1991年）及

市场化改造和商品房开发时期（1992—2014

年）4个阶段[12]。

1951—1958年，曹杨新村经过了3期建设

工程，建成曹杨一村至八村，这一时期建设的

住宅多为两三层多开间砖木结构，采用厨卫合

用的小户型，配备一些基本服务设施。1959—

1977年，曹杨新村建设接近停滞，整体格局没有

明显变化。1978—1991年为改革开放后至住房

制度改革前的历史阶段，曹杨新村的多处空地

都进行了住宅开发，新建住宅以6层为主，大量

采用50 m2左右的户型，并配备独立的厨卫设施。

1991年之后，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曹杨新

村的发展变化包括新的商品房开发和既有住宅

改造两个方面。1992—2014年，曹杨新村范围内

共开发了26个商品房楼盘，包括高层板式、高层

点式和多层板式等不同类型，其建设标准和环境

品质较之前的住区有很大的提升。除市场化的商

品房开发之外，这一时期的曹杨新村还由政府主

导进行了一系列的住宅改造，对部分建成住宅的

内部空间、基础设施和外立面进行改善。

曹杨新村60余年的发展历程见证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上海城市住宅发展的整

个过程，也造就了今天曹杨新村的建设格局：

在一定地域范围内集中多个年代、多种密度类

型的住宅小区，并形成多样化的居住满意度特

征（见图6-图8）。

3.2   基于居住满意度的住区密度模式分析

从前文的分析来看，人均住房面积、容积

率和套型密度3项密度指标对居住满意度具有

较大影响，同时与住区建设年代紧密关联。以

人均住房面积为主类、容积率为次类、套型密

度为亚类，进一步探索密度模式与居住满意度

的关联性。

依据人均居住面积，可以将所有住区分为

3类。A类：低于20 m2/人，B类：20—40 m2/人，

C类：高于40 m2/人。依据容积率，可以将所有住

区分为3类。a类：低于1.8，b类：1.8—2.5，c

类：高于2.5。依据套型密度，可以将所有住区

分为3类。1类：低于300套/hm2，2类：300—450

套/hm2，3类：高于450套/hm2。通过3项密度标

准的组合，可以将曹杨新村的所有住区分为3

个主类、7个次类和13个亚类（见表3，图9-图

10）[13]。

从分析结果来看，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背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课题资料统计自制。

表2  居住满意度回归分析结果二（剔除不显著变量）

Tab.2  Regression results of residence satisfaction（remove insignificant variables）

注：*表示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指标
住宅空间满意度 住区环境满意度 邻里交往满意度

标准系数 Sig. 标准系数 Sig. 标准系数 Sig.

住区容积率 0.313* 0.011 0.265** 0.008

住区绿地率 — — 0.323* 0.024 0.089* 0.036

住区套型密度 — — — — 0.233** 0.008

住区人口密度 — — -0.064* 0.034 0.376* 0.012

住区人均居住面积 0.524** 0.004 — — — —

被访者年龄 — — 0.174* 0.011 0.423** 0.000

家庭年收入 -0.026* 0.019 -0.124* 0.014 — —

N 1 012 1 012 1 012

R2 0.264 0.323 0.174

表1  居住满意度回归分析结果一（选择7个解释变量）

Tab.1  Regression results of residence satisfaction（set seven explanatory variables)

注：*表示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指标
住宅空间满意度 住区环境满意度 邻里交往满意度

标准系数 Sig. 标准系数 Sig. 标准系数 Sig.

住区容积率 0.202* 0.017 0.226* 0.016 0.171 0.193

住区绿地率 -0.019 0.565 0.257* 0.032 0.173* 0.031
住区套型密度 -0.024 0.619 0.015 0.767 0.176* 0.011

住区人口密度 -0.167 0.117 -0.079* 0.041 0.267* 0.028

住区人均居住面积 0.427** 0.008 0.034 0.227 -0.035 0.781

被访者年龄 0.022 0.073 0.096* 0.014 0.255** 0.000

家庭年收入 -0.029* 0.034 -0.074* 0.039 0.045 0.076

N 1 012 1 012 1 012

R2 0.189 0.165 0.112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课题资料统计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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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住房政策、建造技术、生活方式等因素塑造

了不同的住区密度模式，进而对居住满意度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住宅空间、住区环境、邻里

交往等方面都体现出明显的层级落差，呈现出

历时性的住区演进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上海的城市

住宅严重短缺，建造技术落后，社会对于住宅

的要求是满足最基本的功能。在前苏联规划模

式的影响下，曹杨新村出现了一批低层、小户

型、行列式布局的住区，其密度类型以A-a-1和

A-a-2为主，其后部分住区经过加建，由2层住

宅改为3层，但密度格局变化不大。一方面，这

些住区的容积率低、人均居住面积小，住宅空

间和住区环境两方面的居民满意度都比较低。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住区保障了一定的人口

密度和公共空间。同时，最早的居民多是同一

个单位的同事，通过福利分房入住，因此邻里

交往满意度比较高。

1950年代后期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整

个社会的住宅投资下降，住区建设缓慢，节约

成为规划设计的主要原则。因此这一时期新建

住区的人均居住面积一直很低，同时在住房压

力的推动下，住宅层数有所提高。改革开放前

的20年间，曹杨新村新建住区的密度类型包括

A-a-3和A-b-2两种，居住满意度特征与20世纪

50年代建设的住区相差不大。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土地开始实行有偿使

用，土地价值得到体现。1980年代初期，上海

的居住压力比1950年代初期更大，因此曹杨

新村一方面对部分既有住宅进行加建，另一方

面对部分低标准住区进行拆除改建。加建的住

区中多数仅是对原有的两三层住宅进行加层

处理，住区的容积率提高，其密度类型转变为

A-b-2或A-b-3。由于住宅户型和室外环境并未

有大的变化，因此居民的居住满意度也并未显

著变化。对于拆除改建的住区都进行了重新的

设计和建设，户型趋于合理，其住宅空间的满

意度有所提升。

1980年代后期，在建造技术发展的背景

下，曹杨新村出现了最早的一批高层住区，例

如兰花公寓、桂巷新村等，其密度类型都属于

B-c-3。相对于同时期建设的多层住区，这些高

层住区的容积率显著提高，户型面积有一定的

提高，居民的住宅空间满意度有一定的提升，

而邻里交往满意度开始下降。

1990年代之后，曹杨新村的住宅建设开

始以市场化开发为主要模式，开发方式趋于多

元化，住区的密度类型也表现出差异性。一方

面，高层住宅成为主流，其住宅户型面向市场

需求，既有以70—80 m2户型为主的，如中桥公

寓、梅岭苑，也有户型超过120 m2的，如东元大

图6　快速发展末期曹杨新村建筑与用地

Fig.6  Caoyang New Village in the end of rapid development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课题资料自绘。

图9　曹杨新村住区密度模式空间分布

Fig.9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nsity model in 
Caoyang New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课题资料自绘。

图10　曹杨新村住区密度模式谱系

Fig.10  The density pattern pedigree of Caoyang New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课题资料自绘。

图7　挖潜加建末期曹杨新村建筑与用地

Fig.7  Caoyang New Village in the end of additional 
constructio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课题资料自绘。

图8　2013年曹杨新村建筑与用地

Fig.8  Caoyang New Village in 2013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课题资料自绘。

楼、桐柏公寓等，其住区密度模式既有中等户

型的B-c-3类型，也有大户型的C-c-1、C-c-2和

C-c-3类型。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新建了部分

多层住区，其户型大小多为70—80 m2，密度类

型为B-b-1或B-b-2，但也有部分多层住区的户

型在100 m2以上，如美源公寓和银都名庭，其

密度类型为C-b-1。总体来看，1990年代建设

住区的密度类型最为丰富多样，居民对住宅空

间和住区环境的满意度继续提高，但这一时期

高层住宅增多，并采用封闭式的物业管理，邻

里交往满意度有所下降。

2000年之后，我国的住区建设进一步市

场化，但曹杨新村新建住区的开发模式反而

趋于单一化。2000—2014年间，曹杨新村的

新建住区，如星港景苑—南区、恒陇丽晶、曹

杨华庭等，都是由高层或小高层住宅楼组合

而成，平均户型都在120 m2以上，其密度类型

大部分为C-c-1类型，少数为C-c-2类型。这种

高人均居住面积—高容积率—低套型密度的

密度模式并未实现居住空间和居住环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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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曹杨新村住区密度模式分类

Tab.3  Classification of density model in Caoyang New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课题资料统计自制。

主类 次类 亚类 典型住区形态 人均居住面积
均值/m2 容积率均值 套型密度均值

/（套/hm2） 建设年代 住宅满意
度均值/%

住区环境
满意度/%

邻里交往
满意度/%

住区数
量/个

低人均
居住面
积（A）

低容积
率（a）

低套型密度
（1） 14.85 0.98 280 1950年 1.7 2.9 3.7 2

中等套型密度
（2） 16.67 1.53 386 1950年 2.4 3.2 3.6 ６

高套型密度
（3） 16.00 1.65 494 1960年、1970年 2.0 2.9 3.3 3

中等容
积率

（b）

中等套型密度
（2）

19.04
1.96 433 1970年、1980年 3.2 3.4 3.5 5

高套型密度
（3） 17.93 1.93 566

1970年、
1980年、
1990年   

2.5 3.5 3.3 6

中等人
均居住

面积（B）

低容积
率（a）

低套型密度
（1） 26.16 1.62 203 1980年、1990年 3.7 3.5 3.8 3

中等容
积率

（b）

低套型密度
（1） 32.31 1.87 233 1990年 3.8 3.5 3.9 2

中等套型密度
（2） 23.86 2.16 386 1970年、1990年 2.7 3.5 3.7 5

高容积
率（c）

高套型密度
（3） 26.46 3.80 593 1980年、1990年 3.0 3.6 3.7 6

高人均
居住面
积（C）

中等容
积率

（b）

低套型密度
（1） 52.14 2.33 383 1990年 3.9 3.8 3.0 2

高容积
率（c）

低套型密度
（1） 62.75 3.39 234

1990年、2000年 4.1 3.7 3.2 8

中等套型密度
（2） 45.88 3.91 358 1990年、2000年 3.7 4.0 3.6 4

高套型密度
（3） 48.73 5.83 499 1990年 3.6 3.1 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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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持续提高，反而造成了邻里交往满意度

的下降。

从曹杨新村6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住区

容积率、人均居住面积一直持续提高，住区人

口密度、套型密度经历了先提高后降低的过程

（见图11-图15）。21世纪以来，高层、高容积率、

大户型的开发模式迎合了市场对开发利益的

追求，越来越成为住区建设的主导模式。这种

开发模式在导致土地资源、建设成本、居住能

耗不断提高的同时，并不能持续提高居民的居

住满意度，反而造成了住区环境压抑、邻里交

往薄弱、难以形成整体宜居的住区氛围，也导

致城市空间肌理趋于同质化，缺乏足够的多样

性所产生的吸引力[14]。

4  研究结论与策略探讨

从本文的研究来看，住区密度是影响居住

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人均居住面积对住宅空间

满意度和住区环境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套型

密度和人口密度对住区环境满意度具有负向

影响，对邻里交往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绿地

率对住区环境和邻里交往满意度具有正向影

响；容积率结合住房建设年代和居民社会经济

属性，对居住满意度的影响更为复杂。从优化

居住环境出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住区密度

进行控制引导。

4.1   从居住感受出发， 重视密度的社会内涵

从社会层面来看，住区密度反映了居民

和居住活动在空间中的分布规律，以及空间对

居民和社会活动的容纳程度，然而在我国的规

划实践中，密度常常被当成简单的物质性测度

指标，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指标受到重

视，而社会层面的密度仅是对物质建设密度的

被动适应。

本文的分析表明，相对于物质建设密度指

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人口密度等社会密度

指标对居民生活方式、居住感受具有更为直接

的影响，住区密度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物质建设

方面，更反映在人群聚集、个体供给方面，并引

起居民居住活动、社会交往的强度变化。只有

从实际居住感受出发，重视密度的社会内涵，

才有可能满足居民在物质层面和心理层面的

双重需求，形成良好的居住氛围。

4.2   进行整体性认识与密度指标控制

密度包含了相互关联的多个指标，对单

一指标的控制难以奏效，只有对多个密度指标

进行整体的协调，优化住区多项要素之间的关

系，才能实现住区规划的目标。例如，国外主流

观点认为，低密度的住区具有更优质的居住环

境，但从曹杨新村的实证来看，居民对低密度

住区的满意度并不高，只有在保证足够的人均

住房建筑面积和户外设施的情况下，低密度才

可能带来更好的居住环境。

因此，住区规划需要统筹考虑多方面的

密度关系。首先，应保证人口密度、套型密度等

指标的合理，它们反映了整体的居住氛围和居

住活动强度；其次，要保证容积率、建筑密度、

绿地率等建设密度指标的合理，它们反映了住

区在二维和三维上的建设强度与空间特征；第

三，应校核各项人均密度指标的合理，如人均

住房建筑面积、人均绿地、人均设施等，它们反

映了居民个体层面的供给水平。只有充分认识

到住区各项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在住区的多种

密度关系之间实现整体均衡与协调，才有可能

从整体上优化居住环境。

4.3   多元目标的平衡与协调

密度对住区环境并非简单的线性影响关

系。例如，提高居住面积可以提升居民对住宅

空间的满意度，但超出一定范围后这种效应会

递减，反而会降低邻里交往活动，同时大幅提

图15　曹杨新村各年代住区套型密度均值（单位：

套/hm2）

Fig.15  Pattern density evolution of Caoyang New 
Village

资料来源：根据课题资料统计自绘。

图12　曹杨新村各年代住区绿地率均值（单位：%）

Fig.12  Green space rate evolution of Caoyang New Village
资料来源：根据课题资料统计自绘。

图14　曹杨新村各年代住区人口密度均值（单位：

人/hm2）

Fig.14  Population density evolution of Caoyang 
New Village

资料来源：根据课题资料统计自绘。

图11　曹杨新村各年代住区容积率均值

Fig.11  FAR evolution of Caoyang New Village
资料来源：根据课题资料统计自绘。

图13　曹杨新村各年代住区人均居住面积均值（单位：

m2/人）

Fig.13  Living area per capita evolution of Caoyang 
New Village

资料来源：根据课题资料统计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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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资源与能源消耗。一定范围内提高套型密度

和人口密度有助于提升邻里交往满意度，但超

出一定范围会导致住区整体拥挤程度的提高，

居住满意度反而下降。

因此，住区规划需考虑多元目标的协调

与平衡，追求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在具体情境

下选择适宜的密度形态。当前，我国的住房建

设量和建设标准不断提高，同时资源环境紧

缺问题日益突出，应在住区开发中引入整体

宜居的价值观，制衡对开发效益的盲目追求，

对容积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等密度指标加

以控制。

4.4   形成多样化的住区密度类型

仇保兴提出，多样性是让城市产生活力、

提升竞争力并达到稳定发展状态的重要特征。

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密度的需求和感知存在差

异，单一的密度类型会导致空间形态的单调重

复、居民阶层单一化，不利于住区的健康发展。

而多样化的密度类型一方面可以提供更多的

居住选择，容纳多元的居民类型，另一方面也

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居住空间环境，产生丰富

多样的城市生活。

因此，住区规划应当避免简单化的思维和

工作方式，在深入挖掘地域差异和居民社会经

济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差异化的密度选择，基

于具体情境的分析，形成丰富多样的城市住区

密度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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